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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爱的俞伟超先生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我们在心底深深地怀念他。

    俞先生不仅为中国考古学实践与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为中国考古学的未

来进行了极有意义的前瞻与探索。俞先生不仅属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更属于我们中国考

古学的未来。

    我们一直在发问，也一直在思考，并且认为，在先生遗留的精神财富中，那种无所畏惧

锐意开拓进取创新的精神才是它的核心与精髓，而先生一手策划并指导的班村遗址发掘也正是这种精神的见证与体现。
一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西方各种学术思潮潮水般涌进国门，60

年代在美国和西方都有较大影响的“新考古学”也随之而来，对我国的社会科学和考古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面对这股潮流和冲击，岿然不动者有之，仿徨与困惑者有之，大声叫好者也有之。为了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俞先生既没有因“中国考古学黄金时代”的到来而陶醉，也没有从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历史中去寻找“早已有之”的武器予以排斥，更没有“全

盘西化”，完全接受。先生以进取和创新性格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从国际学术思潮的发展中吸取科学与合理的营养，并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和新境界的机遇。

    为此，先生以最大的热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注和审视考古学的目的与方法。

    如张承志在访谈基础上撰写的《诗的考古学》
，《东南文化》委托合肥教育学院张爱冰所作的访谈录《考古学是什么?》
,,以及先生与张爱冰合著的《考古学新理解论纲》
等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些谈话与文章中，他明确提出“研究古代，是为了现代。考古学的目的，是为了今天”。对考古学的方法论，他指出除了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外，还应有科学的文化论。他还提出了考古学“大文化”的概念，认为“古文化就是物质、精神加上社会的复合体”，考古学研究应该从“社会的、意识的、物质的、技术的”多视角出发，通过揭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去了解和发现人的本质即人类社会演进的逻辑过程。与此同时，先生还利用各种学术会议、北大考古系的讲台，不遗余力地宣讲西方考古学的新思潮及其对我国的意义。在与广大考古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的谈话中，先生更是不厌其烦地讨论“新考古学”产生的原因背景、理论与方法及其历史命运。

    先生的这些思考和言论，在学术界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响，其中也招致了不少的误解和

批评。有的还把它视作“新考古学”在中国的总代表，深怕他误导了中青年一代，贻害了中国考古学。对此，他虽然也感到了“孤独、寂寞、苦闷、仿徨地跋涉人生的艰难”
，但他丝毫没有退缩。为了整个中国考古学界，为了当代和未来，他以自己的坚韧不拔给人们作出了榜样，呼唤人们理性地对待国际上出现的新的学术思潮。

    为了让人们更充分全面地了解国外考古学的最新发展与相关动态，先生还自始至终满

腔热情地支持和鼓励由陈星灿、周星、宋新潮、曹兵武等青年考古学者提出的，由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组织的《当代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编译工作，并亲自为该书撰写了序言(1990

年12月12日)。

    就在这篇序言完成不久，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计划在先生脑海中形成和成熟。
    1990年12月20日，先生先后给湖南的裴安平、安徽的张爱冰打电话，请他们到北京商量要事。12月23日是星期日，先生利用中国历史博物馆办公楼的会议室召集了一个小会。首先，他介绍了想在河南小浪底水库利用抢救性发掘的机会搞一个考古学“试验田”的基本想法，然后引发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

    大家对先生的设想都感到非常兴奋。一方面，它意味着在国外新思潮新方法大量涌人的

时候，学界终于有了积极科学的回响;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创举，是中国考古学第一次建

立一个科研基地，并以此来检验中外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

    “班村”的发掘也许最后并不完美，因为它受制于各种主客观条件，但它对人类所有的精神创造和财富兼容并蓄的历史态度，却是一种海量的胸怀、一种责任、一种充满勇气的锐意进取。这对一个处在“黄金时代”的学科来说，完全是一种挑战。
二

    班村遗址的发掘除了标志一种锐意进取的时代精神以外，还在于又树立了一个科学求

实的典范。从遗址的正式选点，到规划的制订和论证，再到以后的正式发掘，每一个环节先

生都要亲自过问，严格要求。既希望尽可能较好地理解和吸收国内外成功的经验，又希望还

有所创新和突破。为此，班村的一举一动都要经过周密的论证，它的日日夜夜也好似一个多

学科永不休会的科研论坛。

    为了做好遗址的选点工作，先生特委托中科院地质所的周昆叔先生领队，率裴安平、曹

兵武、张广如一行前往河南绳池、新安、孟津三县小浪底库区实地考察。先生之所以委托周昆叔领队，关键就在于希望从新的视角，从环境与文化与人相互关系的视角来认识和考虑不

同遗址的意义。1991年4月30日，周昆叔先生在综合了大家的意见之后，正式递交了《小浪底水库南岸遗址综合研究选点调查报告》，提出了以班村为主要发掘点的意见。
    此后，先生又组织裴安平、曹兵武、张广如等开始制订遗址多学科综合发掘与研究的初

步规划。为了让学界更准确更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班村发掘的意义，现将规划中的“指导

思想”与“总体目标”摘录如下：
    指导思想：任何古代的聚落遗址都并非是特定时空范围内人类物质文化演进史中一个

承前启后的环节，而首先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具体单位，是这种生活各方面信息及其与环境发

生相互关系的整体。考古学的发掘与研究不能仅限于遗迹遗物的外部形态特征、年代序列与

空间分布，而应立足于“重建”和“复原”古代人类的社会行为，进而探究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为此，尽可能调动一切科学手段与方法，对遗址进行多学科的综合发掘与研究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体目标：本项目的总体目标可概括为二个方面。一、探索组织、协调多学科进行考古学的综合发掘与研究的恰当方式，为国内同行提供经验教训。二、推进对仰韶文化所表达的特定时空范围内人类群体的聚落形态、社会经济的时空特征及其规模的深入研究和认识，并进而推进对仰韶文化时期社会组织结构、意识形态以及人地关系的理解。

    1991年7月23日，初步规划成稿。紧接着，先生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外宾接待室又专门

邀请了考古学、民族学、地质与环境、生物学等许多学科的专家，对规划初稿进行了专门的讨论，明显收到了开放与集思广益的效果。

    1991年10月初，在得到国家文物局大力支持的前提下，班村先期进行了小规模的试

掘，但见文化层即止步。紧接着，10月16日又邀请国内外专家在三门峡市聚会再次讨论、修改总体规划。与此同时，各应邀与自愿参与班村发掘和研究的科研单位也向会议提交了自

己的计划与设想。在讨论的基础上，会议除逐项落实了有关的发掘计划和科研方案外，还组

织中外专家联合考察了班村及附近的杨家遗址，最终将发掘点确定在班村。

    一个发掘项目，从先期选点，再到整个发掘规划分层次分学科的反复讨论和修改，中外

专家联合参与，耗时近半年，这在国内是不多见的。虽然它不可能为国内所有的发掘项目所

照搬所效仿，但班村规划制定过程所透出的严谨、科学求实、追求完美的精神却是值得我们

所有考古人永远学习的样板和楷模。尤其是面对近年考古规模日益扩大，部分考古项目发掘

质量逐渐下滑的趋势，呼唤班村精神的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经检索，自中国考古学有史以来，至今尚无一个发掘项目拥有班村那样的包容与开放

性。

    首先，它有三个组织单位，即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科技大学、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其

次，它对所有有助于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敞开大门。在发掘的规划中，

关于这方面也有明确规定。现摘录相关段落如下：
    顾问组织与任务：为了确保本项目各种工作都能在有关方面专家的指导下顺利实施，并

能取得较高质量的成果，项目拟邀请考古、人类学、心理、宗教、地质、地貌、气候、土壤、物理、化学、生物、生态、测绘、遥感、统计学等方面的专家组成……顾问组。此外，还拟邀请美国考古学家参与顾问事宜。

    发掘队的组织与任务：发掘队由田野考古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二部分人员构成，其

中自然科学工作者至少应包括地学、生物、环境、电脑等方面的专家。

    据统计，先后来班村工作和参与研究的国内各方面专家一共有40余人，来自全国各地

14个科研与教学单位；此外，还有来自美国的考古学家3人，他们既参与了班村发掘规划的论证，也中途莅临发掘现场指导。

    毫无疑问，这么多各方面专家的到来不仅创下了新中国考古史中众多学科专家参与单

个遗址发掘的纪录，同时也大幅提升了班村科学求实的质量，见证了开放的重要。如果说，班村的发掘在多学科的研究中取得了经验，产生了积极的成果，那首先就应归功于它的完全开放。

    除了对各学科的专家以外，班村还对所有自愿来工作的中青年学者伸出了欢迎的双臂。

先生一直是中国考古学中青年学者的天然朋友，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受到年轻一代发自内

心的尊敬和爱戴。这不仅因为他是大家，也因为他有教无类，诲人不倦；更重要的是先生所

倡导所身体力行的不懈追求与创新的精神，对国内外新生事物的热情支持与从不盲目自傲，

与中青年人希望了解认识更多更新事物的愿望以及不断创新的强烈意识完全一致，不谋而

合。这使先生除自身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外，还与中青年学者为共同的事业，为未来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

    实际上，班村的成功也是先生面向全国广大中青年考古学者，并与之结为一体共同追求

的典范。

    在班村，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不分门派、不分学科、不分学校、不分资历，只要愿意来的，一律吸纳。可以说，班村也是中青年学者的“乐园”。

    这里我们不妨将曾参与过班村田野发掘的所有人员的名单公诸如下：
    信立祥、曹兵武、张广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张居中(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建新(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张建林、姜捷(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车广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爱冰(安徽合肥教育学院)，刘宇翔(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乔晓勤、李秀国(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曹静波、王永峰(河南省绳池县文管会)，裴安平(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此外，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本科生也曾到工地教学实习。

    以上参与名单表明，班村的确是开放的。人们自愿地来到这里，一方面是为了共同的目

标，自觉地参与多学科的发掘；一方面也是来呼吸新鲜空气，感受自由的学术氛围。

    张居中在纪念俞先生的文章中曾深情地写道:“参加过班村发掘的考古工作者，无不怀

念那个黄河岸边偏僻的小山村，大家都没有任何功利色彩，一心一意地探讨一些考古发掘与

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
    的确，所有参加班村工作的人高兴而来，难舍而归。除了学术上的收获以外，更感到这

是一块纯洁的学术圣地。我们从心底再次深深地呼唤班村精神，是它捍卫了学术的圣洁与高

尚。

    今天，班村的发掘早已结束，班村的报告也即将出版，但敬爱的俞先生却离开我们近一

年了。中国考古学将永远铭记他的贡献，全国的考古工作者，尤其是全国的中青年考古学者

更将永远铭记他的教诲。

    先生，安息吧！班村锐意进取、科学求实和无私开放的精神永远都是我们前行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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